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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肿瘤标志物应用现状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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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肿瘤标志物在早期筛查、辅助诊断、疗效评估和预后判断中的作用日益凸显，已成为肿瘤精准诊疗体系的

重要组成部分。本文系统回顾了肿瘤标志物近两个世纪的发展历程，从早期蛋白类标志物演进至基因组学时代；重点阐

述了我国肿瘤标志物规范化应用的基本原则、实验室应用现状，以及在肺癌、肝癌等重点癌种中的临床应用建议；并深入

剖析了以液体活检技术为支撑的ctDNA基因标志物、DNA甲基化、外泌体及循环肿瘤细胞等多维度标志物研究，以及人

工智能模型构建等前沿领域的研究进展及临床转化挑战，以期为我国肿瘤标志物的创新发展与规范应用提供参考，助力

提升肿瘤精准防控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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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umor  biomarkers  play  an  increasingly  prominent  role  in  early  screening,  auxiliary  diagnosis,  efficacy
evaluation,  and  prognosis  assessment,  becoming  an  essential  component  of  the  precision  oncology  system.  This  article
systematically reviews the nearly two-century development history of tumor markers, from early protein-based markers to
the  genomics  era.  It  focuses  on 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s  of  standardized  application of  tumor  markers  in  China,  the
current laboratory application status, and clinical application recommendations for key cancer types such as lung cancer
and liver cancer. Additionally, it delves into multidimensional marker research supported by liquid biopsy technologies,
including  ctDNA  genetic  markers,  DNA  methylation,  exosomes,  and  circulating  tumor  cells,  as  well  as  cutting-edge
advancements  and clinical  translation  challenges  in  areas  such  a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model  construction.  This  review
aims to provide insights for th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and standardized application of tumor markers in China, thereby
enhancing the precision of cancer prevention and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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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性肿瘤是严重危害人类健康的重大公共卫生问

题，给全球带来沉重的疾病负担。近年来，受人口老龄

化、生活方式变化等多重因素影响，我国恶性肿瘤发病率

持续上升，癌谱构成日趋复杂，整体防控形势十分严峻。

最新数据显示，2022年中国新发恶性肿瘤病例约482万，

死亡病例约257万，发病与死亡人数均位居全球首位，对

社会经济发展和医疗卫生系统构成严峻挑战[1]。在此背

景下，加强恶性肿瘤的早期发现与精准治疗，已成为提高

患者五年生存率、减轻全社会医疗负担的关键路径，也是

落实“健康中国”国家战略的核心任务之一。

肿瘤标志物是指在恶性肿瘤的发生和增殖过程中，

由肿瘤细胞本身产生，或由机体对肿瘤细胞反应而异常

产生和（或）升高的，能够反映肿瘤存在和生长的一类物

质，这些物质可存在于患者的血液、体液、细胞或组织中[2]。

随着医学科技的快速发展，肿瘤标志物已成为肿瘤精准

诊疗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恶性肿瘤早期筛查、辅助诊

断、疗效评估、复发监测和预后判断的重要工具。其发

展经历了从蛋白质到基因、从单一指标到多组学整合的

深刻演变。在精准医学理念的推动下，肿瘤标志物的临

床应用不断深化，正推动肿瘤诊疗模式从传统的组织病

理学，迈向基于分子分型与液体活检的精准新范式。

 1     肿瘤标志物发展历程

肿瘤标志物发展至今已有近180年的历史，其发展与

检测技术的革新密不可分。自1846年本周蛋白首次被发

现以来，该领域经历了长达百年的缓慢发展，直至20世纪

中后期免疫学技术，尤其是单克隆抗体技术的突破，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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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系列蛋白类标志物在临床中规模化应用。进入20世

纪80年代，分子生物学的兴起将肿瘤标志物的研究推进至

基因层面。人类基因组计划完成后，高通量测序、基因/

蛋白芯片、液体活检等新技术不断涌现，极大地拓展了肿

瘤标志物的范畴 ，循环肿瘤细胞、循环肿瘤 D N A

（circulating tumor DNA, ctDNA）及外泌体等新型标志物

不断涌现，展现出较传统指标更优的早期预警与动态监

测能力[3]。纵观其演进历程，可划分为以下四个关键阶段。

 1.1    初步探索阶段（1846–1962年）

1846年，Henry Bence-Jones在多发性骨髓瘤患者的尿液

与血清中首次发现了本周蛋白[4]，开创了肿瘤标志物研究

先河。1927年，Zondek揭示了绒毛膜促性腺激素与妇科

肿瘤有关；次年，Brown等报道了促肾上腺皮质激素与肺

癌异位内分泌综合征相关。至1959年，Markert研究证实

某些酶及其同工酶谱的异常变化与多种恶性肿瘤密切相

关。该阶段的研究确立了体液中蛋白质、激素或酶活性改

变与肿瘤状态之间的关联，为后续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础。

 1.2    免疫检测时代（1963–1979年）

20世纪60至70年代，免疫学技术推动了肿瘤标志物

的快速发展 [5 ]。1963年，Abelev发现甲胎蛋白（alpha-

fetoprotein, AFP）与原发性肝癌的相关性；1965年，Freedman

和Gold在结直肠癌组织中发现癌胚抗原（carcinoembryonic

antigen, CEA），推动了肿瘤相关抗原研究的深入。1975

年，Köhler和Milstein建立了单克隆抗体技术并荣获诺贝

尔奖，为肿瘤标志物的高特异性检测提供了革命性工具，

促进了糖类抗原（carbohydrate antigen, CA）如糖类抗原

19-9（CA19-9）、糖类抗原125（CA125）、糖类抗原15-

3（CA15-3）、糖类抗原（CA242）、糖类抗原724（CA72-4）

等的发现与应用。在此阶段，“肿瘤标志物”这一概念于

1978年由Herberman首次提出，并于次年获得国际学术界

的正式确认，标志着该领域进入系统化发展的新阶段。

 1.3    单基因检测时代（1980–2004年）

1980年，Sanger和Gilbert因发明DNA测序技术获诺贝

尔奖，为从基因层面解析肿瘤奠定了基础。此后，一系列

癌基因与抑癌基因相继被发现，如1982年，首个人类致癌

基因RAS被确认[6]；1986年，第一个抑癌基因Rb-1成功克

隆；至今先后分离了100多种癌基因和30余种抑癌基因。

随着分子生物学技术的兴起，以及在人类基因组计划的

推动下，肿瘤标志物研究进入基因层面。2004年《新英格

兰医学杂志》 [ 7 ]发表的研究证实，表皮生长因子受体

（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 EGFR）基因突变可作为

吉非替尼疗效的预测标志物，标志着肿瘤基因标志物正

式进入指导个体化靶向治疗的新阶段[8]。

 1.4    基因组学时代（2005年–至今）

2005年二代测序技术（next-generation sequencing,

NGS）的建立，以及后续液体活检技术的成熟，标志着肿

瘤标志物研究进入了基因组学时代，其研究范畴扩展至

基因突变、甲基化、微卫星不稳定性等多维指标。系列

肿瘤基因检测试剂获批，例如，2014年，美国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局（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FDA）批准首款

整合基因突变与甲基化特征的结直肠癌早筛产品；2016年，

基于肿瘤组织的NGS伴随诊断与基于血浆游离DNA

（cell-free DNA, cfDNA）的EGFR基因突变检测相继获批；

2020年，两款NGS液体活检大基因检测组合（Panel）获

F D A批准用于泛实体瘤用药指导；至2 0 2 1年，基于

ctDNA的微小残留病灶（minimal residual disease, MRD）

检测被正式纳入美国国立综合癌症网络（N a t i o n a l

Comprehensive Cancer Network, NCCN）结直肠癌指南，

用于术后复发风险评估。这些进展标志着肿瘤基因检测

实现了从单基因到多基因、样本来源从组织拓展至液体

活检、应用场景也从单一的用药指导延伸至早筛早诊、

疗效评估与复发监控的全流程管理[9]。

 2     中国临床实验室的应用现状

在我国临床实验室，肿瘤标志物的应用已形成系统

化体系，通过制定一系列卫生行业标准与专家共识等，明

确了常用标志物的临床应用原则与规范建议，为各级医

疗机构提供了统一指导。目前，肿瘤标志物检测项目已

广泛覆盖绝大多数三级和二级医院，质量控制体系持续

完善，其临床应用正朝着标准化与精准化水平不断提升，

为全面提高肿瘤诊疗水平提供有力支撑。

 2.1    肿瘤标志物临床应用的总体原则

肿瘤标志物的临床应用必须遵循科学、审慎的原则，

基于美国临床生化学会及中华医学会检验医学分会发布

的诸多共识[10]，其总体原则可归纳为以下几点：

 2.1.1    辅助诊断，而非确诊依据

绝大多数肿瘤标志物缺乏器官和疾病特异性，水平

升高可见于良性疾病、炎症等。因此，病理学检查仍是肿

瘤诊断的“金标准”。肿瘤标志物的价值在于为临床提供

诊断线索，尤其在高危人群的筛查中。

 2.1.2    疗效监测与动态评估

这是肿瘤标志物最具价值的应用场景。治疗前后及

随访期间，标志物水平的动态变化能有效反映治疗反应、

提示疾病进展或复发，其价值远高于单次检测。

 2.1.3    联合检测，优势互补

单一标志物的敏感性和特异性有限。采用多种标志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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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检测，可起到互补作用，提高检测的敏感性和阳性率。

 2.1.4    重视检测前与检测中的质量控制

样本的采集、处理、储存以及检测方法的标准化，均

会显著影响结果的准确性。实验室必须建立并严格执行

标准化操作程序，并积极参与室间质量评价，确保结果的

可比性与可靠性。

 2.2    肿瘤标志物检测的开展状况

我国肿瘤标志物的检测普及率与质量水平近年来稳

步提升。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临床检验中心数据，全国

参加肿瘤标志物室间质评的实验室数量由2021年的4 150

家上升至2025年的6 269家，覆盖了绝大多数三级医院及

大量二级医院。检测项目以C E A、A F P、C A 1 9 - 9、

CA125、CA15-3和前列腺特异性抗原（prostate specific

antigen, PSA）等传统但核心的指标为主。同时，人附睾蛋

白4（human epididymis protein 4, HE4）、CA50和CA242等

服务于前沿探索与精准诊疗需求的标志物，在核心医疗

中心的开展也日益普及。

国家卫生健康委临床检验中心的室间质评结果显

示，我国肿瘤标志物检测质量持续改善。全部项目合格

的实验室比例从2021年的84%～98%升至2025年的

90.4%～99%，不及格实验室比例则由1.4%～10.6% 降至

0.8%～8%。AFP、CEA、CA19-9等常规项目的总体通过

率普遍稳定在98%以上，标准化程度良好。然而，如β2-微

球蛋白、铁蛋白等项目，因抗体特异性、校准品溯源等问

题，不同实验室间结果离散度较大，提示其标准化体系尚

需完善。

 2.3    常见癌种肿瘤标志物的应用

不同癌种具有特异性的生物学特征，肿瘤标志物的

应用需结合癌种特点遵循相应指南规范，以下针对肺癌、

肝癌、消化道肿瘤、卵巢癌及前列腺癌的核心应用原则

展开阐述。

 2.3.1    肺癌

现有的肺癌标志物均缺乏足够的组织特异性与灵敏

度，均不推荐用于无症状或高危人群的筛查，但在无法通

过组织活检确诊时仍具有重要辅助诊断价值。《中华医

学会肺癌临床诊疗指南（2025版）》指出[11]，神经元特异性

烯醇化酶（neuron-specific enolase, NSE）和胃泌素释放肽

前体（pro-gastrin-releasing peptide, ProGRP）作为小细胞

肺癌的首选标志物，两者联合可用于辅助诊断、疗效评估

与复发监测，其中ProGRP因更高的特异性而更具临床优

势；而对于非小细胞肺癌，CEA、细胞角蛋白19片段

（cytokeratin 19 fragment, CYFRA21-1）和鳞状上皮细胞癌

抗原（squamous cell carcinoma antigen, SCC）是常用标志

物，CYFRA21-1对肺鳞癌有较好提示作用，CEA则更常见

于肺腺癌，动态监测其水平对疗效评估及预后具有重要

意义。在分子标志物层面，EGFR基因突变，间变性淋巴

瘤激酶（ALK）融合、c-ros原癌基因1（ROS1）融合及PD-L1

表达等基因标志物，可用于指导靶向治疗与免疫治疗。

 2.3.2    原发性肝癌

《原发性肝癌诊疗指南（2024年版）》明确指出 [ 1 2 ]，

AFP是肝细胞癌诊断与疗效监测中最重要、特异的血清

标志物。AFP联合肝脏超声是肝癌高危人群的标准筛查

方案。异常凝血酶原（protein induced by vitamin K absence

or antagonist-Ⅱ, PIVKAⅡ）与甲胎蛋白异质体L3（alpha-

fetoprotein-L3, AFP-L3）是重要补充，尤其对AFP阴性患

者具有独立诊断价值。基于性别、年龄、AFP、PIVKA-

Ⅱ和AFP-L3构建的GALAD模型，在AFP阴性或低浓度表

达的肝细胞癌识别中具有显著优势；其简化版本（如

GAAD模型）及ASAP模型亦显示出与GALAD相近的诊断

效能，为临床提供了更多实用化工具。

 2.3.3    消化道肿瘤

在消化道肿瘤的临床管理中，肿瘤标志物的应用遵

循癌种特异与联合评估相结合的原则。结直肠癌以CEA

为核心监测指标；胃癌推荐CEA、CA19-9与CA72-4联

合检测；胰腺癌以CA19-9为主要标志物，但更适用于疗效

监测而非筛查；食管癌可联合SCC、CEA与CYFRA21-1进

行辅助评估。所有解读必须结合影像学与病理学检查。

 2.3.4    卵巢癌

应用以CA125、HE4 及ROMA指数为核心。《中国卵

巢癌规范诊疗质量控制指标（2022版）》[13]指出，CA125是

上皮性卵巢癌（尤其是浆液性癌）最常用的血清标志物，

其阳性率与肿瘤分期及组织学类型相关，在绝经后人群

的应用价值更高。目前不推荐在普通人群中常规筛查，

但对高危人群建议采用经阴道超声联合CA125进行监

测。HE4诊断特异性优于CA125，不受月经周期影响。两

者联合的ROMA指数能有效评估盆腔肿块恶性风险，在

绝经后患者中诊断敏感性可达90.6%。

 2.3.5    前列腺癌

PSA具有较高的器官特异性，广泛用于前列腺癌筛

查、辅助诊断、疗效监测及复发预测。NCCN指南（2025

版） [1 4 ]推荐血清PSA联合直肠指检进行高危人群筛查，

必要时采用多参数磁共振引导靶向穿刺活检。血清总

PSA>4 ng/mL为异常；当总PSA处于4～10 ng/mL的诊断

灰区时，游离PSA/总PSA比值具有辅助鉴别价值，若游离/

总PSA<0.16，提示前列腺癌风险增高，应建议穿刺活检。

CSCO前列腺癌诊疗指南（2025版）指出，前列腺癌抗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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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prostate cancer antigen 3, PCA3）基因表达检测可作为

辅助诊断工具，用于评估总PSA水平在4～10 ng/mL范围

内的患者是否需要进行前列腺穿刺活检。

肿瘤标志物的规范应用需强化“原则引领-质量控

制-精准应用”的全链条管理，需严格遵循联合检测、综合

判断等核心原则，依托室间质评体系保障检测质量，针对

不同癌种实施个性化应用方案。

3     新型标志物的研究与发展

在高通量测序、人工智能与大数据分析等高新技术

的推动下，肿瘤标志物研究已进入多组学与人工智能深

度融合的新阶段。其中，以液体活检技术为支撑的多维

度标志物研究，如ctDNA基因组标志物、DNA甲基化标

志物、外泌体标志物和循环肿瘤细胞（circulating tumor

cell, CTC）；以及人工智能模型的构建，正成为驱动肿瘤

精准诊疗发展的关键方向。

3.1    液体活检标志物的发现与应用

3.1.1    ctDNA基因标志物

随着二代测序与液体活检技术的不断发展，基于测

序技术的ctDNA基因标志物在伴随诊断中发挥着日益关

键的作用。美国FDA已批准超过60种药物需结合相关分

子检测使用，覆盖肺癌、结直肠癌、乳腺癌等多个高发癌

种。我国于2018年批准首个液体活检伴随诊断试剂，用

于检测晚期非小细胞肺癌患者血液ctDNA中的EGFR基

因突变，以指导EGFR靶向药物的个体化治疗。近年来，

ctDNA检测的应用从伴随诊断逐步拓展至肿瘤全流程管

理，但其临床有效性仍处于医学研究阶段。例如，《美国

医学会杂志》发表的一项大规模研究证实，肿瘤突变负荷

（tumor mutational burden, TMB）可作为非小细胞肺癌患

者免疫治疗疗效的预测标志物，使高TMB患者的治疗获

益率达81%[15]；亚洲首个关于ctDNA-MRD真实世界研究

显示，术后84.4%的ctDNA检测结果阳性的患者最终复

发，为癌症复发监测提供了有力证据[16]；此外，世和基因

开发的基于基因组学的泛癌早筛大模型阴性预测值达

99.4%，展现出早筛应用潜力[17]。未来，仍需开展大规模

前瞻性临床研究进一步验证ctDNA相关标志物的临床应

用价值；同时，结合机器学习等人工智能算法，整合其多

维度的异质信息进行深度分析，有望推动ctDNA检测实

现科学、规范的临床应用。

3.1.2    DNA甲基化肿瘤标志物

DNA甲基化标志物因具有早期出现、稳定性高、可

无创检测的特性，已成为肿瘤早筛与精准诊断领域的研

究热点。在单癌症筛查方面，2024年《新英格兰医学杂

志》同期发表两篇关于结直肠癌无创筛查的研究成果，其

中基于血液cfDNA基因组变异、异常甲基化状态和碎片

组模式的结直肠癌筛查工具Shield，在广大筛查人群中检

出早期结直肠癌的敏感性达83.1%[18]。而另一项基于血

红蛋白水平以及4个基因甲基化的新一代多靶点粪便

DNA检测对结直肠癌的检出敏感性为93.9%[19]。样本来

源除cfDNA和粪便DNA外，我们前期研究亦证实，基于外

周血单个核细胞甲基化标志物构建的结直肠癌、乳腺癌

及肺癌诊断模型均表现出卓越的鉴别能力 [ 2 0 - 2 2 ]，证实

DNA甲基化标志物在单癌种诊断中具有较高的应用价

值。在泛癌筛查中，基于外周血cfDNA甲基化检测的

OverC在检测结直肠癌、食管癌、肝癌、肺癌、卵巢癌、胰

腺癌六种癌症中的敏感性为69.1%，特异性为98.9% [23 ]。

DNA甲基化标志物的研究将呈现多维协同发展的态势，

未来仍需开发高灵敏度、高特异性的DNA甲基化检测技

术，加速临床转化，将研究成果高效转化为可指导临床实

践的精准工具，切实推动肿瘤的精准诊疗。

 3.1.3    肿瘤外泌体标志物

外泌体是一类直径为30～150 nm的细胞外囊泡，广

泛分布于血液、尿液、唾液等体液中，作为肿瘤液体活检

的新兴靶标，可稳定携带蛋白质、DNA、RNA等多维度肿

瘤来源生物信息，在肿瘤诊断、治疗监测和预后评估中展

现出重要应用价值。近年来，系列研究证实外泌体中的

非编码RNAs（包括 miRNAs、lncRNAs、circRNAs等）在多

种常见肿瘤中经过大规模临床样本验证，具备作为早期

诊断标志物的可行性，并可提供肿瘤分级分期、转移风险

及治疗反应等相关信息[24]。一项大规模外泌体蛋白组学

研究显示，血浆来源的外泌体蛋白（包括免疫球蛋白等）

可作为肿瘤检测的新型标志物，基于此构建的机器学习

分类模型检测灵敏度达95%，特异性达90%[25]。另有研究

基于多种血浆外泌体蛋白构建的机器学习模型，在早期

结直肠癌诊断中亦表现出较高的敏感性与特异性[26]。尽

管外泌体标志物研究在实验室层面取得显著进展，但其

临床转化仍进展缓慢，核心瓶颈在于缺乏公认的检测方

法及标准化的操作流程。未来，亟需建立统一的外泌体

分离、纯化及检测技术规范，推动其从基础研究向临床应

用的实质性跨越。

 3.1.4    CTC及相关分子标志物

CTC是原发性肿瘤或转移灶脱落进入血液循环的肿

瘤细胞，其计数检测与分子特征解析为肿瘤精准诊疗提

供了无创、动态的研究工具。目前，CTC计数可用于乳腺

癌、前列腺癌、结直肠癌、肝癌等实体肿瘤的疗效评估和

预后监测，已被纳入多项国内外肿瘤诊疗指南共识 [2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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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CTC富集技术及单细胞多组学技术的发展，CTC分

子标志物的研究范围不断扩大。例如，CTC表面PD-L1蛋

白表达水平可实时指导免疫治疗应答评估，前列腺癌

CTC中AR-V7剪接体预测激素治疗耐药，乳腺癌CTC雌

激素信号下调提示靶向药物疗效[28]。当前，基于微流控

芯片、免疫磁珠及功能化纳米材料的CTC捕获技术不断

涌现，结合单细胞测序进行下游分子分析，已成为CTC研

究的前沿方向，有望进一步推动肿瘤精准诊疗向实时、动

态、个体化方向发展。

3.2    基于人工智能的肿瘤标志物模型构建

面对多组学数据海量、高维、异构的复杂性，如何精

准挖掘关键驱动分子并构建可临床转化的预测模型，是

当前领域的核心挑战。人工智能在此过程中展现出关键

作用，为实现从数据到临床应用的跨越提供了有效路

径。我国研究团队开展的PROMISE研究，通过机器学习

整合cfDNA甲基化与蛋白标志物，构建的多癌种早筛模

型在特异性98.8%下灵敏度可达75.1%，并将超半数阳性

病例诊断节点显著提前 [2 9 ]，为肿瘤早诊提供了可靠借

鉴。与此同时，基于人工智能在常规检验数据的模型构

建方面也展现出重要价值。有研究运用机器学习算法开

发了一个基于检验数据和临床特征的卵巢癌预测模型，

该模型识别卵巢癌患者的AUC达0.95，优于CA125和

HE4[30]。基于多重核酸靶标协同检测的实时超多重数字

核酸检测装备的研发，有望突破单一标志物效能局限，进

一步提升早期肿瘤诊断的敏感性和特异性，为AI模型提

供高质量的多维数据支撑。未来应着力于探索新标志物

与传统指标的优化组合策略，建立标准化的检测与分析

体系，构建可解释、可推广的人工智能辅助决策系统，推

动肿瘤防治向精准化、智能化方向发展。

尽管以ctDNA基因标志物、DNA甲基化、外泌体及

CTC为代表的新型标志物在肿瘤诊疗中已经展示出良好

的临床应用前景，但其在临床转化应用中仍面临多重现

实挑战。在技术成本与标准化层面，多组学检测平台依

赖高通量测序仪、质谱仪等高端设备，检测成本高昂、操

作流程复杂，制约其在基层医疗机构的推广普及。同时，

不同检测平台间结果的一致性、生物信息分析流程的标

准化、参考区间的统一建立，仍是亟待解决的行业共性难

题。在临床证据层面，当前多数新型标志物研究仍为回

顾性、小样本探索，缺乏大规模前瞻性临床研究验证其临

床效用与卫生经济学价值，难以支撑其纳入临床指南和

医保支付范围。在政策监管层面，新型标志物作为体外

诊断技术，需遵循严格的临床试验规范与审批流程，获得

第三类医疗器械注册证方可进入临床应用。监管机构在

鼓励创新的同时，需平衡创新速度与医疗安全。在医保

支付层面，肿瘤早筛及伴随诊断产品普遍价格较高，公众

可及性受限。当前我国医保目录主要覆盖传统肿瘤标志

物检测项目，新型多基因检测、DNA甲基化检测等尚未

广泛纳入支付范围。

新型肿瘤标志物的快速发展，正在深刻变革肿瘤学

的精准诊疗范式。立足中国视角，该领域在迎来广阔前

景的同时，仍面临核心技术突破、数据整合、行业标准化

及监管审评的现实挑战。未来，亟需强化跨学科协同创

新，建立高质量的数据共享平台与标准体系，完善与技

术创新相适应的监管科学路径，并通过严谨的大规模临

床队列研究，系统验证新型肿瘤标志物的应用价值与成

本效益，以推动肿瘤标志物研究实现从实验室走向临床

的实质性跨越，最终为提升我国肿瘤防控水平提供有力

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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